日军军部系统特务机构。即为驻山东日军司令部参谋部控制的特务组织。主要机构有：山东省（济南）特务机关。该机关包括芝罘、益都（1942年9月设，后迁张店）、济宁（1942年9月设，后迁兖州）、高密等下属特务机关。开始，青岛也设有特务机关，“兴亚院”成立后，设“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派出所，管辖青岛特别市，不再另设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主要任务是建立、控制伪政权，并进行幕后决策指导，通过派到各级伪政权机关的日籍顾问、辅佐官、联络员等了解全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负责全面领导。1942年11月，日本政府大东亚省设立后，伪政权指导业务归属于大东亚省及所属领事馆。为避免冲突，特务机关改称陆军联络部，担任有关作战警备事项的联络和调查工作，业务上偏于特务情报活动。特务机关（联络部）设机关长（部长），领导该机关的活动，机关长下设5个班：行政班，指挥伪政权行政活动；警务班，指挥警察和警备队的活动；经济班，指挥经济统制和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活动；文化班，指挥奴化宣传教育活动；情报班，负责情报收集、整理。改称联络部后，各班改为课。该机关除约40名华籍情报员外，其余全为日本人。
　　“鲁仁公馆”，即“对共调查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党、政、军情况的搜集，于1941年12月设立了“对共调查班”，附属于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总部为设于北平“六条公馆”的“黄城事务所”（即对共综合调查部），在济南派出支部，配属驻山东的日军第十二军，取山东省的简称“鲁”及第十二军的代号“仁部队”之“鲁仁”二字，称为“鲁仁公馆”，初设于济南的经三路纬三路，后迁至经四路纬三路。该机构主要负责对共产党情报的搜集、分析，对共产党的分化瓦解以及对当地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教育，编辑发行“剿共指针”等资料。 在泰莱、青岛、济南、博山等地设分室机构或工作班，另有“中国和平建国军”（设于日照）、济南“中国青年协会”（设于朝阳街，又称“朝阳公馆”）等外围组织。该机构常以引诱、拉拢变节分子充当特务，冒充“进步青年”投奔革命等手段，混入根据地搜集情报，或以社会调查等名义，了解共产党活动情况及其他政治、经济情况，进行综合整理、抄送或印发。　　“林祥公馆”，即日军“策反工作班”。该组织1940年成立于徐州。1941年5月迁至海州。1942年4月迁至济南林祥街90号，改组为“林祥公馆”，直属于山东日军第十二军，计有日华特务17人，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诱降活动。
　　“梨花公馆”。约成立于1941年，驻济南斜马路8号，直属第十二军参谋部。其头目为速水信一，因其妻名梨花，故称“梨花公馆”，专在宗教团体中开展特务活动，掌握教会事务，拉拢、训练亲日教徒。　　“梅花公馆”和“千秋公馆”。“梅花公馆”设于1938年4月，1941年撤销。1942年后改设“千秋公馆”，驻济南市斜马路，任务是控制、操纵山东帮会组织“安清道义会”的活动。“安清道义会”成立后，逐步向全省扩张，建立县分会，最后发展至80余县，达3万余人。该会在日伪资助下建立了伪武装，其直属之南、北运河护航大队计有800余人、枪560余支，并利用这些武装对民众敲诈勒索，拉拢道徒，搜集情报，进行反共活动，其口号是“多吸收一个道徒，就减少一个拥护共产党的人”。
　　“樱花公馆”。樱花公馆又称“铃木工作班”或“铃木公馆”，组织、操纵驻山东的蒙古军（约300人），在集中营“新华院”活动。
　　“鲁安公馆”。1943年设，专司经济情报和战略物资的搜集。
　　宪兵队系统特务机构。即为日军驻济南、青岛宪兵队控制的特务组织。宪兵本系日本天皇的亲兵，有监督日军官兵之权。日本在中国驻屯军中一直配属宪兵，起初只有宪兵长以下20余人，行使监督权。1936年6月，新设隶属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下的驻中国宪兵队。卢沟桥事变后，实行中国驻屯宪兵的临时编制，人数增至237人，总部设于天津。1938年8月，变更编制，统一配属于各军的宪兵队，设置驻中国宪兵队司令部，辖10个宪兵队、38个分队和一个宪兵教练所，总人数增至1624人。宪兵队各设司令官1人，“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下，指挥所属部队，掌管在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治安及军事警察，并管理宪兵教育工作”；同时，利用分散部署的宪兵分队组成情报机构和谍报网，担任以思想情报，特别是国共方面秘密组织的活动及民心动向为重点的情报搜集工作。宪兵队主要利用以下手段收集情报：组织邮政谍报网，进行邮政检查，调查审讯被检举的人，通过谍报人员进行无线电和有线电话窃听等。　　在山东，宪兵队分置于济南、青岛两地，以张店为界分别负责山东西部和东部的宪兵机构，控制伪政权的警务活动和对抗日军民的侦察、逮捕、审讯及向根据地开展特务活动等。各设队本部，管辖分置于济南、张店、德县、惠民、临沂、兖州、泰安、青岛、烟台等地的分队，分队下设分遣队。队本部约有日华特务40余人，内设副官室、将校室、经理室、庶务室、警务室、特务班。 另外，宪兵队还设有若干附属特务机构和外围组织、据点等。设于济南市的“凤凰公馆”、“泺源公馆”、“霞公馆”等，即是这类组织。“凤凰公馆”，1944年设，隶属于济南宪兵分队特高班。该组织专司情报收集和对抗日组织、人士的侦探、捕杀。　“泺源公馆”，1943年设，驻西门（又称泺源门）大街。它实际是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山东甲第1415部队武山队的代号 ，以破获中共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为主要任务。 该组织装备精良，更具危险性，常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侦捕、杀戮中共抗日人员，并向根据地派遣特务搜集情报或进行策反。该组织在山东建立了以萧振江为首的“冀鲁剿共建国军”和以邢仁甫为首的“冀鲁剿共挺进军”两支特务武装部队 。该“公馆”还设有“南新公馆”、“乐山街公馆” 等外围据点、联络点等，并在青岛、泰安、济宁等地设有工作组。
　　新民会系统特务机构。即为日伪政权所操纵的汉奸组织新民会控制下的情报机构。在山东的组织主要有两个，即新民会中央调查部济南支部和新民会山东省总会调查室。　新民会中央调查部济南支部，设立于1942年底，至日军投降结束，驻济南市南上山街，对外称济南市经济调查所。 主要成员有 31人。另在济宁、惠民、临沂、蒙阴、周村、益都、诸城、郯城、潍县等地分设有职业掩护的据点。其成员大多是日人创立的青年党的党员和大学生，也有新民学院的毕业生。 该支部直属于新民会中央调查部，不与地方新民会组织发生联系，主要任务是在经济调查等活动掩护下搜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新民会山东省总会调查室，设立于1943年4月，至日本投降结束。主任为王铁民。该室为省新民总会的内设机构之一， 接受新民会日人参事室的领导，并与济南日军宪兵队有工作联系， 主要负责搜集共产党的情报，汇编“剿共”资料，在长清、泰安、广饶、诸城、蒙阴、益都、沂水、潍县、济宁、章丘等地设有调查员。
　　伪政权系统的特务情报组织。主要设于伪警察机构内，亦可称为伪警察系统，分为警务厅和警备总队两个体系。山东省警务厅体系于1938年9月始设情报处，“负责分配、办理各地情报”，以“联络友军，共同防剿”。随之在省会警察局（署）设立特高课（内设特高、外事、特务组及禁烟处），在济南市、烟台市及龙口、威海卫等警察局（署）设情报机构。1939年11月，在各县警察所设立情报班，初步形成一个情报网。1941年警务厅情报处改组为调查班（亦称“剿共班”）。1944年8月，特务情报机构进一步扩充，成立山东省特高工作总部本部，由警务厅长兼任本部长，在省会警察署设立特高直属支部，在登州、青州、兖济、东临、济南、莱潍、泰安7道设特高工作道本部，各县及烟台市和龙口、威海卫两特区设特高支部，另设有专门的“剿共队”。伪警务厅体系的特务情报机构受日军陆军特务机关及宪兵队济南本队的指挥，整理分配伪警察系统搜集到的情报，以共产党及其抗日根据地和武装部队的活动为主要工作目标。据伪山东省政府1944年工作报告，此年警务厅系统计检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警备队（保安队）体系，由设立于该组织内的自上而下的情报机构组成。1940年省警察总队与各道警备队合并改编为省警备总队后，始设情报科。1943年5月警备队改编为保安队后，在省保安司令部内设情报科，直至日军投降。该体系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及对共产党的军事活动等情报的搜集和整理。
　　侵华日军特务机构在山东主要进行了哪些罪恶活动？
　　日军不仅利用这些组织中的特务、汉奸为其军事、经济活动搜集提供情报，而且还利用他们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组织，搜捕、关押、审讯、迫害、屠杀抗日军民，乃至无辜平民百姓。中共济南地下工委及其外围组织“抗日大同盟”就是被这些特务组织破坏的。济南沦陷后，中共济南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为团结济南各界抗日爱国人士，以北大槐树支部为核心，组织了一个“抗日大同盟”。日军进入济南后，就发觉济南有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但找不到踪迹。于是，日军便利用汉奸、特务王铁民、边松甫等人组织假抗日团体，使边松甫混入“抗日大同盟”，侦知了“抗日大同盟”的组织情况和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活动情况。日军济南宪兵队据此于1939年2月，逮捕了中共济南地下工委书记陈隐仙、北大槐树支部书记徐连城及“抗日大同盟”的全部成员。为进一步获取中共组织其他活动情况，日特对陈、徐施用了诸如火钩子烙、灌辣椒水、皮鞭抽、铁刷子刷刮等种种酷刑。陈隐仙被折磨致死，徐连城也被日军济南军法会议判处死刑，砍杀于腊山刑场。这一事件还株连了徐连城的全家。日特将徐的母亲及怀孕7个月的妻子带到徐的面前，脱光她们的衣服，用点燃的烟头烧灼，企图逼徐就范。但枉费心机，徐全家宁死不屈。　　日特还常以“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通共”、“窝主”等诬陷的罪名殃及无辜的居民群众，随意捕抓。对抓去的人，或灌辣椒水，拳脚交加，直至折磨致死；或将人绑在树上，纵饥饿的洋狗撕咬、活吃；或灌洗澡水，慢慢地冻死（冬天）。如果捕了女人，则先行奸污，后再用辣椒水灌死。若是见了容貌稍美的年轻女人，更是不放过。1942年11月间，“泺源公馆”特务袁军之见万新街年21岁的王玉兰貌美，顿起歹心，胁迫与其行奸，遭拒后袁遂以“通共”、“窝主”罪名，将该女捕入“泺源公馆”，用辣椒水灌死。1942年，20岁的泰安妇女王秀英来济探亲，在街上被“泺源公馆”汉奸特务于振芬看见，硬诬其为八路军“暗探”，捕至旅馆强奸后又押至“泺源公馆”，用辣椒水灌死，并诈索死者亲属2万元“赎尸体钱”。1943年10月间，“泺源公馆”一特务见济南道德街19岁少女王琼美姿容俊俏，乃兽性大发，诬以“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之罪名，捕入“泺源公馆”，奸污数日后，又用辣椒水灌死。目击者说，该女被灌辣椒水时，只穿一件小褂、一条裤头，被灌死后，浑身就像血一样的红。诸如此类暴行，罄竹难书。日伪特务草菅人命，作恶多端，其行为之放肆，天良之丧尽，手段之歹毒，少有出其右者。“泺源公馆”是日军特务机关中最凶残的一个，杀人亦最多。　　
    日军特务的兽行和汉奸的活动，激起了山东人民的反抗。除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38—1940年出现了“山东抗日铁血锄奸团”，给日伪以很大打击和威胁。日伪也加紧利用汉奸、特务组织进行侦破、搜捕，发现了设于济南芙蓉街的“铁团”团部，搜去了“铁团”花册，致使“铁团”成员或被捕，或叛变，组织瓦解。　　日军特务机关除破坏各种抗日组织、迫害群众外，还利用各种关系策反、诱降国民党军队及小股的武装部队；也利用带有宗教色彩的特务机关，拉拢、收买各地的帮会头目，或潜入根据地策动反动会道门叛乱；还从事收买、诱降、逼降被捕人员的活动。日伪收买、诱降、逼降的手段主要是金钱诱惑、施“美人计”或施用酷刑等，即所谓的“刚柔相济，诱迫兼施”。济南宪兵队和“泺源公馆”等都专门豢养了一批经过挑选和严格训练的年轻女子，许配给叛降者做妻妾，以控制、协助叛降者从事破坏活动。若拒不叛降，则只有两个去向：一是送往集中营或押送满洲、日本当劳工，致许多人抛尸他乡；二是处决掉。如何处置，要由日军济南军法会议作出最后判决。　　济南军法会议是驻山东日军参谋部于1938年6月设立的，系山东地区正式的最高、最后一审判决的军事法庭，名为审判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和日本侨民，实则专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审判、屠杀山东军民。凡被宪兵队、特务机关和部队逮捕、俘虏的人员，都要经军法会议审判。实际上，许多人未及审判即死在日伪特务的残酷折磨之下，未死者也往往经不住军法会议审讯中数十种刑具的拷打而惨死于法庭上。据日本战犯园田供称，仅1943年2月、1945年2月和3月，三次审讯抗日军民就达220余名，其中被拷打致死者55人，判处死刑者115人。因而，济南军法会议有“杀人的魔王”之称。经军法会议审讯，被判有期徒刑者即送“济南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执行，被判死刑者则交由日军处决。　　山东沦陷近8年间，日军在山东建立了各种特务机构，构筑起一个以济南为基地遍布全省的特务网络，上演了日军统治山东黑暗、残酷的一幕。
